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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与国家在其演进和互动的过程中,走着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由此形成古代中国几

千年来的文化特色和传统。 秦汉大一统国家,开创了我国帝制时代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礼仪先河。
在秦汉国家构建、民族认同、社会整合的演进过程中,与其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也在不断发展、演变,形成

秦汉思想文化的特色。 本期刊载的这三篇文章,即从法家、道家等思想文化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

这三篇文章中,刘力撰《礼者,所以便事也———商鞅以“法冶入“礼冶之礼论观探析》一文,探讨了商鞅对

“周礼冶的态度。 其认为商鞅提出的“礼者,所以便事冶的原则,是对“礼冶秉持“更化冶而非完全“拒斥冶的
态度。 而商鞅用军功爵制替代周礼基于宗法血缘的分封制,实则是以“法冶融“礼冶的“更礼冶革新。 董涛

撰《王莽威斗及相关天文信仰问题考察》一文,则对王莽铸威斗,希望以北斗厌胜军事的动机及实际效

果进行了研究,认为王莽期待铸威斗以厌胜军事,是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北斗七星具有神秘的功能。
同时,王莽围绕太一建构官职体系,期待百官和民众能够像日月星辰那样有序运行,也是其基于神秘理

念的一种努力。 王国明所撰《南方黄老学遗作:<太一生水>学派归属考》,则对郭店简《太一生水》这篇

早期中国宇宙论古佚书的学派归属进行了分析,认为该文呈现出从天道到人道,托名从事、兼综百家等

思想特征,展现出早期黄老学形态。 这三篇文章所进行的探索颇有新意,对我们认识秦汉时代思想文化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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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以“法冶入“礼冶之礼论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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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于先秦早期法家思想代表———商鞅的研究多侧重于其法家思想与变法主张,而鲜少就其

“礼论冶予以探究。 虽然其时大争之世已然礼崩乐坏,但周礼依旧为以孔孟为代表的王道主张者所崇

奉。 商鞅入秦,率先向秦孝公兜售的即是“王道冶,虽然该主张不为秦孝公所喜,但由此可知,商鞅对于

王道以及王道主张核心内容的周礼,当是熟知的。 观之其后商鞅在秦的变法思想与主张,其对“周礼冶
的态度更多的是秉持“更化冶而非完全的“拒斥冶。 换言之,商鞅的“变法冶思想是与其对于周礼进行“更
化冶相关联而推行的。 即是说,商鞅的“变法冶,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更礼冶。 本文即意欲由此视角探

究之。

一、“更礼冶之主张

自周公制礼作乐,将“事神冶的原始巫术宗教仪式演化为“事人冶的礼乐制度,起源于原始宗教祭祀

和原始氏族行为规范的“礼冶遂发挥着“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冶 (《左传·庄公二十三

年》)的功效。 然时至战国,周室衰微,“诸侯力政,争相并冶 [1]《秦本纪第五》,致使礼崩乐坏。
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继位,“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冶,但是又恐遭“天下之议冶,故交付廷议。

商鞅针对其时兼并以为战的格局,立足于秦富国强兵的现实之需,明确主张“贤者更礼冶。 商鞅所要更

化的“礼冶,当是其时业已在秦国政治社会生活中产生相当影响的“周礼冶。 商鞅从历史、现实、人性诸方

面阐释“更礼冶之必须。
首先,从历史发展而论,商鞅认为历史发展进程所呈现出的是一种“三代不同礼而王冶的轨迹与样

态。 商鞅指出,自“天地设而民生之冶 [2] 《开塞第七》伊始,人类社会就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依阶段可划分

为“上世冶“中世冶“下世冶:
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

无用也。 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 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者易

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2]《开塞第七》

商鞅认为,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时异冶,社会风尚会出现差异变化———“世事变冶,故所采

取的治理措施也应不一样———“行道异冶。 “上世冶奉行“亲亲而爱私冶;“中世冶之时,民众因“争冶与

“讼冶而“莫得其性冶,故治者“上贤而说仁冶;“下世冶亦即当世,鉴于民众以“爱利冶为务,为了解决由此而

引发的“分定而无制冶,故在位者“立官冶“立君冶尊之贵之。 由“亲亲冶到“上贤冶再至“立君冶,治道的差

异化,取决于不断变化的“世事冶: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人民少儿木兽多。 黄帝之世,不麛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

得用槨。 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 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

王。 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
内行刀锯, 外 用 甲 兵, 故 时 变 也。 由 此 观 之, 神 农 非 高 于 黄 帝 也, 然 其 名 尊 者, 以 适 于

时也。[2]《画策第十八》

由昊英之世到神农之时,再至黄帝之政,事虽不同,然“皆王者冶,其要在于“适于时也冶的 “因世而

为之治冶,即所谓“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冶,故才有“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
而不怒;及至文武,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冶。 正是由此,商鞅总结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

必法古。 汤武之王业,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冶 [2]《更法第一》

既然历史发展呈现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冶,故面对战国时期“万乘莫不战,千乘莫

不守冶 [2]《开塞第七》的格局,故于“周礼冶进行“更化冶也就成为“时势冶所需。 对于“周礼冶,商鞅主张“便事冶
而更化,“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

礼冶 [2]《更法第一》。 即是说,“法冶与“礼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功用是“强国冶与“利民冶。 为达此目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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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者无需因循旧礼,亦可以不法故习。
针对其时秦内部反对变法更礼的声音———“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冶“法古无过,循礼无

邪冶 [1]《商君列传》,商鞅用其矛攻其盾,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及周文王、周武王等“先王冶“明君冶为例证,
用以说明“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冶 [2]《壹言第八》,由此论证其“更礼冶的历史合理性。

此外,就“礼冶自身形成发展进程而言,亦在不断的“损益冶之中。 孔子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

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冶这里,孔子一方面说明了“礼冶在夏、商、周之间的相沿性,但其“损益冶
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从夏礼到周礼是存在更化的。 既然“周礼冶本身就是在夏、商之礼的基础上经“损
益冶而来,故依据时势变化的需要对“周礼冶进行“更化冶也就顺理成章。

其次,从现实层面而论,商鞅认为,礼当适应时事所需,“礼者,以适于时也冶。
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继位,其时秦正面临严峻的内外局势:在外,“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

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冶,淮泗之间,亦有“小国十余冶。 其中,“楚、魏与秦接界。 魏筑长城,自郑滨

洛以北,有上郡。 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冶。 在内,因“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冶。 纵观

其时格局,秦可谓处于卑弱之境,“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冶。[1]《秦本纪第五》

为了让秦摆脱内忧外患,进而实现国富兵强,称雄于诸侯,秦孝公继位伊始即向天下求贤问计,“宾
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冶 [1]《秦本纪第五》。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商鞅去魏西向至秦,
向秦孝公进献“强国之术冶。

商鞅认为,其时秦所处时代,是“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冶。 “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冶。 即是说,其时

是一个凭“力冶求生存,凭“力冶获发展的时期;而“力冶的内涵,则主要在于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即所

谓“耕战冶。
在诸侯倚强凌弱的兼并战争面前,商鞅认为,儒家所秉持宣扬的周礼不仅无益于富国强兵,且还会

削弱国家实力:“国有《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冶 [2]《去强第四》 故作

为意欲有所作为的统治者,应该深刻认识到“辩慧冶“礼乐冶等的盛行对于其时国家的危害:“辩慧,乱之

赞谒。 礼乐,淫佚之征也。 慈仁,过之母也。冶 [2]《去强第四》

既然作为周礼主要内容的“礼乐冶“慈仁冶不适应其时以“力冶方能获胜方能谋生存的社会时局,故商

鞅主张更礼变法,用法生力,用法求强。 在诸侯纷争的时局下,“力冶是基本的要件,更礼变法即是为生

力服务的。 商鞅的基本构思是“刑生力,力生强冶 [2]《说民》 而“强必王冶 [2]《去强》。 故对于周礼予以“更化冶,
也就是“以适于时冶的应然抉择了,这是其所处时代之必然的抉择。

再次,商鞅主张对周礼进行“更化冶,是建立在其对“民之求利,失礼之法冶的人性认知基础之上的。
相较于周礼所主张的道德本位,商鞅更为关注强调人的生物属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

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冶 [2]《算地第六》此属性决定了民众“好冶与“恶冶之性情:“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

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冶 [2]《算地第六》“显荣冶即“名冶、“佚乐冶即“利冶,是民众之“所务冶,也是民众生

与死所最为计虑的两方面,“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冶 [2]《算地第六》。
在人的生物属性择取之下,以道德为本位的“礼冶则变得虚悬:

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 奚以论其然也。 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

子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2]《算地第六》

为了获得功名利禄,民众往往不惜违背礼法,冒犯“所禁冶,即便是“名辱而身危冶,依然不止。 究其

根由,即是“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冶 [2]《算地第六》 的人性使然所致。 故而为政者应该由此审慎地对待利用

之,“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冶 [2]《算地第六》。
既然人性好利,导致“礼冶之失常,唯有重“法冶以治之,“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人君不可以不审

好恶。 好恶者,赏罚之本也。 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冶 [2]《错法第九》。
具体言之,一方面应利用“爵禄冶 (名和利)的赏赐来顺应满足民众之“所务冶;另一方面,则又当用“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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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冶举措来引导约束民众基于生物属性的所欲,避免由“民之求利冶所导致的社会失序,从而实现社会整

体上的有效控制。
依照商鞅的认知,在其时社会剧烈变革与转型的年代,既然周礼已经难以有效规范民众对于名与利

的逐求,那么就应当用“法冶来引导约束民众的好与恶。 具体而论,即摒弃传统周礼所规定的单纯凭借

血缘宗法就可获得的爵位名利,变而让民众由耕战中获得功名利禄,“利出于地,则农尽力;名出于战,
则民致死冶,这样不仅顺民性,而且还可以实现国家的富强。 “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
非战不免。冶 [2]《慎法》“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搏出于兵,无有异施也。 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富贵

随之。冶 [2]《错法第九》。

二、以“法冶入“礼冶的更礼论

商鞅基于对历史、现实的总结以及人性的认知,阐释了其对周礼之态度,即必须予以“更化冶。 “更
化冶的原则,当以“所以便事冶为是。 在此原则下,商鞅提出了“更礼冶的具体内容主张。

其一,以“刑无等级冶代替“刑不上大夫冶。
“刑不上大夫冶和“礼不下庶人冶是周礼基于血缘宗法维护其上下等级制的一个核心原则,其所揭示

的是因身份的不同而实行的“同罪异罚冶原则,即“大夫以上的贵族即使违法犯罪,一般也可以享有司法

特权冶 [3]22。 虽然商鞅强调“权制断于君冶 [2]《修权第十四》的主张与强调等级制的周礼没有实质上的冲突,但
是在对于“君王冶之下的社会秩序的控制与整合方面,二者却呈现出差异。 与周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

上大夫冶强调贵族集团整体利益不同,基于变化了的时势以及“抟力冶的需要,商鞅主张在“君冶之下,用
“刑无等级冶来更化周礼之“刑不上大夫冶。

商鞅认为,法是治国的根本,“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冶 [2]《君臣第二十三》,“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

本也冶 [2]《定分第二十六》。 国家依法而治,民众依法行事。 法令畅行的保障在于“立法分明冶和“不以私害

法冶。[2]《修权第十四》为此,首要的就是应废除周礼所主张的“刑不上大夫冶,否定贵族的特权,主张法律的统

一性和平等性,即“刑无等级冶:
壹刑者,刑无等级。 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

赦免。 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 忠诚孝子有过,必以其

数断。[2]《赏刑第十七》

当然,商鞅主张的“刑无等级冶,其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冶在内涵实质上是有差别的。
首先,“刑无等级冶是可以“以爵抵罪冶的。 “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 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

已。冶 [2]《境内篇》爵位在二级以上的人犯了罪就降低爵的等级;爵位在一级以下的人犯了罪就取消爵位。 对

此,高敏先生认为,前者属于“降爵赎罪冶,后者是“以爵抵罪冶。[4]163均是给予爵位者依据爵位等级在法

律上享有特权的体现。 其次,商鞅“刑无等级冶是为了伸张君主的绝对权威,故而“刑无等级冶是不涵盖

君王这一层级的。 《史记·商君列传》载:“太子犯法。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爷将法太子。 太

子,嗣君也,不可施行。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冶面对王位继承人———太子的犯法,商鞅承续的

依旧是周礼“刑不上大夫冶的思维路径。 也正是如此,商鞅的变法思想为专制统治者所倚重,并为其后

封建君主专制和等级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运行方式。
对于商鞅主张的“刑无等级冶,有学者指出,其虽然主张“刑上大夫,但并不反对等级特权冶 [5](P32)。

“在君与法之间,君处于至上地位,法处于从属地位。 ……无论是法所面对的人具有等级性,还是人所

面对的法具有等级性,都意味着礼的再次‘介入爷。冶 [6]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商鞅对“礼冶的态度是更化而

非拒斥。
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虽然在立法上保留、肯定了周礼所主张的法律特权的存在。 但与周礼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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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商鞅在君王之下的社会官僚秩序中,要求令行禁止,任何人不得例外。 为此,其要就是让法令通晓

于天下,即把法令明白公布于众。 商鞅认为,其时社会混乱,问题关键在于法之明未定,吏、民均不能依

法为治。 为此,君王应“为法令置官冶,设“主法令之吏冶:
天子置三法官。 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 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

法官及吏。 皆此秦一法官。 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 吏民知法令者,皆问

法官。[2]《定分第二十六》

君王“为法令置官吏冶,旨在“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冶。 “主法令之吏冶的职责在于让吏、
民皆知晓法令。 吏、民对于法令有任何疑惑不解,均可“问法官冶,“法官冶须得“以法之罪告之民冶。 如若

“主法令之吏冶未能很好地履行这一职责,致使民众犯法获罪,则“皆以吏民所问法令之罪主法令之吏冶。
商鞅认为,这样在“吏冶而言,其“知民知法令也冶,故“不敢以非法遇民冶;在民而言,“民又不敢犯法冶。
商鞅希望通过“主法令之吏冶而为“天下师冶,“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冶,如此则吏、民均循法“定名

分冶,从而“明白易知而必行冶,其结果则“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

用一铢冶。[2]《定分第二十六》吏与民各依法令以行事,君王只需循法令以察验问责,即可实现“天下大治冶。
这样,商鞅所主张的“刑无等级冶尽管在立法上规定了有爵者的法律特权,凸显了与“周礼冶在维护

等级制方面内在的关联性。 但是,在司法上却主张严格适用法令而不允许任何人有超出法律的特权。
即便是权贵也要严格依法定罪量刑,绝不为权贵去曲法。 对此,有学者评价到,“法家把西周时期来源

于隐秘司法且具有随意性的法律特权变为严格的罪刑法定主义的法律特权,使法律特权具有法定性和

确定性,贵族与平民一样,都要依法定罪量刑,开启了一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爷的新时代。冶 [7]

其二,以“军功爵冶制代替宗法血缘的分封制。
“周礼冶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实行礼治的要义就是“正名定分冶,要求等级成员各在其位,各司其职,

等级之间不能僭越。 爵位制即是礼治下的产物。 为了社会秩序的有效整合,尤其是为了体现上尊下卑,
商鞅同样主张实行爵位制。 但与周礼依据宗法血缘“亲亲冶的原则颁行爵位制不同,商鞅则主张按军功

而非依宗亲来论爵行赏: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

籍。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1]《商君列传第八》

商鞅基于人性认为:“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冶 [2]《赏刑第十七》,继而提出“富贵之门,必出于兵冶,
“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冶。[2]《赏刑第十七》 尽管“凡战者,民之所恶也冶 [2]《画策第十八》。 但是由于“战冶
是获取富贵利禄的唯一渠道,故而就会促使“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冶 [2]《画策第十八》。

与周礼的世卿世禄不同,商鞅主张将军功、爵位、利禄捆绑在一起:
军爵自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 出公爵自二级已上,至不更,命曰卒。 其战也,五

人来簿为伍,一人羽而轻其四人。 能人得一首则复。 夫劳爵,其县过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劳爵

能。 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 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 百将屯长,赐
爵一级。 ……而口短兵,能一首则优,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 野战斩首二千,则
盈论。[2]《境内第十九》

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 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 就为簪裹,
就为不更。 故爵为大夫,爵吏为县尉。 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 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大夫。 故

爵为大夫就为公大夫,就为公乘,就为五大夫。 则税邑三百家。 ……以战故,暴首三,乃校三

日。 将军以不疑。 致士大夫劳爵,其县四尉,訾由丞尉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
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其狱法,高爵訾下爵级,高爵能无给有爵任隶朴。 爵

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 爵自一级已下,有刑罪,则己小失死以上至大夫。 其官级一等。 其

墓树级一树。[2]《错法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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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礼世卿世禄亲亲原则下,其勋爵往往只局限于少数人群体,相较之下,军功爵制所涵涉面要广

泛得多,其不但级别更多,而且普及度亦更为广泛,“直接达到最基层的社会秩序———里中,使人数众多

的普通民众成为可以享受法律特权的有爵者冶 [7]。
商鞅主张军功爵制,其旨在于为鼓励秦人在诸侯争霸过程中奋勇杀敌,从而求得功名利禄,“凡民

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冶 [2]《君臣篇》。 “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

物也。冶 [2]《君臣篇》舍此别无出路。 商鞅认为,实施军功爵制不仅有助于富国强兵,更是有助于社会控制与

整合。 从君王角度而论,官爵成为君主驾驭民众,促使民众为国尽力的资源与重要手段。
官爵者,所以劝功也。 ……故君子操权一政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

上下之称平。 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2]《算地第六》

明王之所贵惟爵,其实不荣,则民不急,列位不显,则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则民不贵上爵,
列爵禄赏不道其门,则民不以死争位矣。[2]《错法第九》

商鞅认为,“爵位冶是君主手中所掌握的最贵重的东西,君主应该充分运用以有助于国家的兴盛强

大。 “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 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

食也。冶 [2]《君臣篇》民众在战场上拼死而战,只是为了求得爵禄。 商鞅为了提高军功爵的政治地位,甚至提

出了“不官无爵冶“富贵之门,必出于兵冶 [2]《农战篇》的原则,即将军功作为唯一的升迁渠道。
在笔者看来,商鞅所倡导的军功爵制与周礼所主推的世卿世禄制两者间的差异更多的应是过程与

手段不同,最终殊途同归,都旨在建立维护一种身份秩序,进而实现社会的有序化运转。 所不同的是,商
鞅主张的军功爵制在其时更为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军功爵制一方面使秦在诸侯争霸过程中脱颖而出,
为最终的统一六合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实现了对老百姓的有效控制,“秦汉民爵制度的机能就是

要在社会的最基层———里中确立一种身份秩序,从而把国家的权力渗入到最基层,实现对基层百姓的控

制,法家人士正是通过军功爵塑造一个新社会冶 [8]358。
其三,崇尚耕战,拒斥诗书。
商鞅更礼变法,力主耕战,即主张通过发展农耕经济,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发展军事,以期在兼并

战争中胜出。 商鞅认为,其时是一个靠“力冶生存,靠“力冶取胜的时代。 治国者的首要任务在于“抟力冶。
“抟力冶之首要在于“归心于农冶,“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冶“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冶。[2]《农战第三》

农耕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基本要件,农战成功才能国强。 “国好生金于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
弱。 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冶 [2]《农战第三》

为了“归心于农冶,商鞅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其一,制定系列奖励农耕的政策。 为了让民众安心于

农耕,商鞅提倡赏以官爵,“粟爵粟任冶 [2]《去强第四》,即用粮食换官爵:“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 官爵

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冶 [2]《勒令第十三》实行用粟买官爵,商鞅认为这样既可以让国家获得大量粮食,又可以

防止民因富而佚。 其二,抑商以重农,“使商无得籴冶,“商不得籴, 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 则饥岁

无裕利;无裕利, 则商怯, 商怯, 则欲农冶。[2]《垦令第二》其三,不贵诗书游学。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

贵学问……声服无通于百县……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冶 [2]《垦令第二》 商鞅认为,
诗书游学,声色淫佚都有碍农耕,故在上者不应以此为贵,更不能以此任爵与官,从而杜绝民众由此

疾农。
除了重视农耕外,商鞅还强调战争的功效:“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

输于敌,无礼乐虱官,必强。冶 [2]《去强第四》认为国家强盛后而不用于角逐争雄,必然会导致国内“礼乐虱官冶
这一毒瘤的滋生。 为此,商鞅主张运用战争来消耗国家民众多余的力量。

然则,在商鞅看来,其时社会现状却是“夫民之不农战也冶:
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

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 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2]《农战第三》

·01·



而造成其时商贾诗书游说之士遍地的起因却在于“上好言而官失常冶,“今上论材知慧而任之,则知

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 国乱而不壹。 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冶。 上行下效。
民既然见上者有此喜好推崇,则必然纷纷效仿焉:

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 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
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怠,农者怠则土地荒。 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
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 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2]《农战第三》

商鞅认为,在兼并以为战的时代,须得用“耕战冶来谋求国家的兴盛强大,“国之所以兴者,农战

也。冶 [2]《农战第三》而单纯的诗书游学言谈只会造成国家贫弱空虚,最终导致国家败亡。 “故事诗书谈说之

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

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 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冶 [2]《开塞第七》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

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 国有十者, 上无 使 战 必 削, 至 亡 国。 国 无 有 十 者, 上 有 使 战, 必 兴

至王。冶 [2]《去强第四》

为此,商鞅主张应积极培养耕战文化。 “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 不用

辩说私门而功立矣。 故民之喜乐农而乐战也。 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

也。 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 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冶 [2]《壹言第八》

三、礼、法殊途同旨

自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创制“周礼冶伊始,历经数百年的延绵发展,周礼已然深入人心。 至商鞅

所生活的战国年代,虽然出现了所谓的“礼失求诸野冶的礼崩乐坏,然则周礼作为社会深层结构的思想

影响力依旧存在。 商鞅虽然是法家思想家,但生活于其时,其思想体系中无疑会涉及对“周礼冶的认知

与思考。 换言之,“周礼冶在一定程度上是商鞅思想体系形成的大历史背景。 一如葛兆光先生所指出

的,“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常常受制于那个时代的一般知识水准。 它可能不是思想的精髓却可能是思想

家们的出发点,思想史的真正背景就在这种普遍的知识土壤之中。冶 [9]34即是说,商鞅虽然以法家身份显

名,但其思想体系并非完全纯粹的弃礼而言法。
在周礼体系中,虽然血缘性(亲亲)是其核心原则,但同样也包含有“刑冶的,只不过“刑冶居于“礼冶

之体系内部。 所以有学者认为,“以后‘法爷即是从原礼制中的有关‘刑爷的部分演变发展而成。冶 [10]309由

此,我们可以可到,礼、法之间原本存在一种近乎“源冶与“流冶的关联性。 两者不同之处则是,在周礼治

域下,更多的是要求社会个体成员自觉主动的践行,尤其是对内在情感的诸如敬、忠、仁、义、诚的要求,
所谓“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冶(《管子·心术上》),周礼所追求和强调的是基于内

心情感的个体自觉性。 相较之下,“法冶(刑)“更多是以暴力对个体的强制执行,为了使惩戒处罚可资比

较而展示公平和正义,它追求更为明确和整齐的形式确定,要求避免情感因素的渗入冶,即所谓“怒不过

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冶(《荀子·修身》)。 周礼强调“亲亲冶,而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

法……严而少恩冶 [1]《太史公自序》,因为在法家看来,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

乱冶 [2]《开塞第七》。 要之,诚如李泽厚先生所总结的,“理性的形式化原则战胜情感的实质原则乃是‘礼爷
‘法爷区别的要害之一。冶 [10]310

尽管有着上述分歧与区别,然就实质言之,无论是“礼冶亦或“法冶,都是在位者拟实现社会控制与整

合的手段。 作为最终的旨归,二者实则都欲实现天下之治。 正是基于此,对于商鞅的“更礼冶以及塞法

入礼,有学者以为,“战国时期,由于现实政治的原因,儒、法之间有相互的攻击,但从理论上讲,法家也

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礼。 法家认为,礼、法都是因时而制,与时俱变,因此他们主张要‘更礼爷、‘变法爷,变
礼与变法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冶 [1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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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面对春秋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前,虽然竭力倡导、捍卫“周礼冶,“郁郁乎吾从周冶。 但同时也

适宜地对其有所“损益冶,着重表现为以“仁冶入“礼冶。 孔子通过以“仁冶释“礼冶,且又将“孝冶“悌冶作为

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冶作为“仁冶的标准,从而在思想史上对“礼冶完成一个提升华变,即将“礼冶由“外
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转化为一种源于人内心的诉求和意识形态上的自觉冶 [10]18。 要言之,以恢复周礼为毕

生己任的孔子,为重建“天下有道冶的社会秩序,同样主张对“礼冶因时而有所“损益冶。 其与之后商鞅的

“更礼冶所不同则在于“损益冶的立足点是基于道德性、伦理性。
在商鞅的变法思想中,虽然主张对“礼冶予以更化,但“礼冶作为一种社会秩序规范的实质没有改变,

亦或以礼作为社会整合秩序整合的功效没有改变。 其最为显著的特点即是立足于现实之需,谋求现实

的功效,主张一种实用性的功利主义的“礼论冶观。 这与孔子基于道德层面对周礼的损益是两种不同的

路径,然殊途同归,其目的都在于对社会现状给出基于自身立场的看法主张。 不同的路径源于两派不同

的思维与不同的历史、人性认知。 商鞅强调主张的更化之“礼冶更多体现在制度层面,为法令所保障与

彰显。 而孔子以“仁冶入“礼冶,更多的作用于社会道德人伦之间。 商鞅基于其法家务实事功立场,认为

道德不过是理想,而其所主张的“法冶才是能为秦带来现实的功效。 故其“更礼冶变法的宗旨就在于以法

定的制度性的“礼冶更化甚至取代儒家推崇的道德之礼。 这是商鞅作为法家的“法治冶主张与儒家“礼
治冶的区别,同时也是二者的交汇点。

纵观商鞅的“更礼冶论,其保留了周礼中用以维护强调君臣上下的“尊主卑臣冶,舍弃基于宗法血缘

的分封原则,而代之以“刑无等级冶;强调农耕为本,而鄙弃礼乐诗书;以斩首军功作为奖赏的唯一标准,
“壹赏冶,从而打破周礼所倚重的“亲亲尊尊冶。 其“更礼冶的一个最为核心的原则是使之“所以便事冶,即
立足于诸侯争霸的政治格局,在以血缘宗法为旨归的周礼中塞入法的要素,谋求以“法冶入“礼冶,拟图用

法的“客观性冶取代周礼中基于血缘宗法的“亲亲冶的主观性,从而让“礼冶发挥“抟之以力冶的现实功效。
即是说,商鞅的更礼,更多的是基于其时社会时局形势的变化而实施的一种对症下药,是一种便利之举。

商鞅实施变法更礼之初,不仅遭遇同僚反对,亦为百姓所不喜,“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
百姓苦之冶。 然随着其功效的显现,“居三年,百姓便之冶。[1]《秦本纪第五》“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
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冶 [1]《史记?商君列传第八》

正是基于商鞅的变法更礼,秦的发展由此进入一个转折点,由先前的“诸侯卑秦冶一变为 “诸侯毕

贺冶。 这一时局的出现充分实现了商鞅“更礼冶论所主张的“礼者,所以便事也冶的原则与目标。 同时也

呈现了经过商鞅塞“法冶入“礼冶的“更礼冶变革,不仅在继续保留传承了“礼冶作为“安国家定社稷序人

民冶的基本功效,避免了因礼崩乐坏而可能致使的消亡之境,同时还伴随着秦王朝的强大而焕发出新的

生机活力。 即是说,商鞅基于法家精神所实施的“更礼冶亦为后世封建王朝提供了一个运行的蓝本,“商
鞅之更礼,为封建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提供了新的运作范式。 后世封建王朝无不承袭经商鞅改更之后

的秦礼制的核心精神———尊君抑臣,从而使其成为维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重要支柱。冶 [12]就此言

之,商鞅的“更礼冶论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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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iquette Convenient for Dealing with Things
-On Shangyang爷s Ideas about Etiquette

Liu Li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Editing and Publishing Center,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Shang Yang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legalism in the early stage, but he has the attitude of
“changing冶 rather than “rejecting冶 toward the rites of Zhou. Based on the “etiquette convenient for dealing
with things冶, Shang Yang proposed that “punishment without class冶 replace “punishment doesn爷t include the
senior officials in feudal China冶; the rank of nobility of military exploit substitute the system of enfeoffment on
account of blood relationship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Shang Yang also praised
highly the combination of farming and war, and rejected literature and study abroad. Shang Yang爷 s political
reform in Qin actually is the innov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law and etiquette冶 .
Keywords:Shang Yang; combination of law and etiquette; changing etiqu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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